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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稅與發債融通財政政策崩潰：內生成長模型應用 

孫鈺峯 

嶺東科技大學財政系 

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將逃稅行為加入具有公債的內生成長模型，採用體制改革

(regime reform) 分析方法，分析政府的財政融通體制改革導致財政政策崩潰對總

體經濟的影響。假定財政當局有財政赤字困擾的情況，債務不斷的增加到達公債

危機產生，此時政府當局喪失債務信用，出現債務違約行為，就無法發行新債融

通預算赤字，而且也無法償付債息；此時就需要改變財政融通方式，藉著降低財

政支出解決預算赤字。這種融通預算方式的改變，使經濟體系發生動態調整而有

重大的改變；本研究所關注的是逃稅行為是否會使體制改革經濟成長變得更惡化，

以及懲罰逃稅政策是否能減輕財政融通體制改革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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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國的公共建設不僅提供勞務給國民，也能帶動國家經濟成長，因此公共建

設支出一直是經濟成長關注的焦點。然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公共建設需要財政

資源才能創造出來，而最大的財政資源來自稅收。經典經濟模型著眼於公共支出

的功能性，所以簡化假設，將租稅的課徵效率設為最大，政府能夠課徵到應收的

租稅。事實上，租稅的徵收並不容易，政府和人民存在資訊不對稱，創造人民可

逃稅的誘因，即使稅捐稽徵處很有效率，總是會有人企圖逃稅，而有成功的案例。

例如：2016 年爆發的「巴拿馬文件」曝光事件，揭露多國權貴名流利用避稅天堂

藏富、逃稅、甚至洗錢，震撼全球。另外，2015 年的「瑞士解密」（Swiss Leaks）

事件也是與逃稅有關，該事件是國際調查記者聯盟指控匯豐銀行（HSBC）協助

國際罪犯、貪污商人以及政界人士進行逃稅，總金額超過一千億美金。不僅僅報

章雜誌陳述這些逃稅的事件，從表一所顯示的我國財政部處理違章漏稅案件概況 

      表一：違章漏稅案件處理及財務罰鍰情形 

單位：件；新臺幣千元 

年度 處罰案件數 處罰金額 

98 年 283,317 31,479,119 

99 年 268,556 21,549,210 

100 年 211,495 12,675,063 

101 年 179,362 10,559,680 

102 年 171,587 8,357,613 

103 年 131,525 9,299,023 

104 年 135,731 10,699,458 

105 年 245,991 8,007,250 

資料來源：財政部 105 年財政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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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99 年到 105 年的違規案件每年均有 13 萬件以上；處罰金額以 98 年最高，有

31,479,119,000 元，最近年度 105 年最低，但也有 8,007,250,000 元罰款。由此可

見，逃稅行為是一個不容忽視的實際現象。 

逃稅造成租稅負擔不公平，也讓政府財政收支出現漏洞，無法充分執行公共

政策。Schneider and Enste (2000) 和 Bajada (2003) 指出，地下經濟和相關的逃稅

行為加深了經濟衰退，增加了景氣循環的波動性。由此可見，逃稅造成稅收縮減，

是有可能造成公共支出水準減少，導致有效需求不足，加劇景氣循環的波動性和

傷害經濟成長。據此，在評估經濟政策效果時應將逃稅行為有可能造成的影響考

慮進來，才能獲得較為正確的結果。 

 財政資源除了透過租稅取得外，還能從發行公債取得。假如徵稅效率不理想

時，發行公債融通公共支出是一個可行的辦法。然而，由於歐債危機的風波持續

不斷，使得公債融通政策存續性備受關注，對於借築高台、卯吃寅糧的國家，因

為歐債危機的殷鑑不遠，提醒執政者必須在財政收支做調整，降低財政赤字。在

公債危機風暴的過程中，一旦公共債務不斷增加而無法下降，就有可能遭遇公債

危機，或者達到國家法律設定的舉債上限，這兩者若發生就無法繼續發行新債融

通財政赤字；此時，政府的財政融通方式都要改變，就面臨一個體制改革 (regime 

reform)。所謂的體制改革是指政策當局宣布未來某一時刻將現行的體制轉變成另

一個體制，或是現行體制在某種原因之下無法繼續運作而改變成另一種體制。體

制改革又可區分成體制變遷 (regime switch) 與體制崩潰 (regime collapse)。前者

係指，政府宣佈將於未來某一時刻，將目前體制更迭成另外一種體制；後者則指，

目前的體制出現了該體制無法繼續運作的關鍵因素而崩潰成另外一種體制。兩者

主要的差別在於，前者將體制更替的時刻當作外生變數來處理，後者則將體制更

替的時刻視為內生變數。若財政融通體制由可發行公債融通赤字，變更成無法使

用發債融通赤字，只能單一使用租稅供應財政支出，必然需要做財政收支調整。

有可能提高稅率或是降低公共支出；若是起初使用擴張財政政策，面臨財政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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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改革，就必然無法持續下去，我們稱財政政策崩潰(或變遷)。相關的議題，曾

被提出討論，例如：Liviatan (1984)，Drazen (1985)，賴景昌和張文雅 (1990)，賴

景昌、梁連文和張文雅 (1991) 就用體制改革重新詮釋 Sargent-Wallace-Drazen 

命題。他們的基本論點是：一個面臨財政赤字的經濟體系，如果政府當局目前緊

縮貨幣，勢必需發行公債融通財政赤字，然而公債不可能無限發行；當公債發行

到達上限，會迫使政府放棄緊縮貨幣政策。再者，發行大量公債所需負擔沈重的

利息會使財政赤字更行惡化，因此政府需採用比期初更寬鬆的貨幣政策以為因應。 

本研究運用此類文獻分析方法，研究財政政策崩潰的影響。由於財政收支會

影響總體經濟，因此財政政策崩潰會使經濟體系產生一系列的動態調整而有重大

的改變。在逃稅嚴重的國家，面對財政融通體制改革，改善租稅稽徵效率，或許

可以減輕這段動態調整的負面效果。然而，在現存的文獻中，缺乏探討財政融通

體制改變的動態過程，也欠缺分析降低逃漏稅政策在財政政策崩潰過程產生效果

的文獻。本研究的添補與以往文獻不同之處是：關注以發行公債和所得稅制為財

政預算體制的政府，民眾存在逃稅行為，在擴大財政支出規模後，遭遇債務危機

而無法再發行公債而改變財政融通體制，此舉對經濟成長率的影響，藉此弭補文

獻之遺缺。另外，本研究也關注逃漏稅對財政融通體制改革過程的影響，並分析

實行懲罰逃漏稅政策是否能減輕財政融通體制改革過程中不利的影響。 

二、文獻回顧 

不管事報章雜誌報到或是學術實證文獻結果均指出：不管經濟發展到何種程

度的經濟體系，都有逃稅現象，即使在全球先進的工業化國家都有逃稅的紀錄。

Slemrod and Yitzhaki (2002) 估計美國所得稅逃稅程度大約有 17％；另外，地下經

濟提供逃稅管道，因此利用地下經濟估計也能窺探逃稅情況；Schneider (2000) 報

告說，地下經濟產出在各類型國家的估計狀況是：發展中國家為國內生產總值的

39％，轉型國家為 23％，經合組織國家為 14％。由此得知，不管經濟發展程度如

何，都有逃稅行為發生。前面也提到 Schneider and Enste (2000) 和 Bajada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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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地下經濟和相關的逃稅行為加深了經濟衰退，增加了景氣循環的波動性。由

此可以延伸推論：逃稅行為會使公共支出無法完全獲得支應，導致有效需求無法

達成特定目標，也可能無法持續，加強經濟衰退的力度，也增加財政政策失敗的

可能行性；更進一步，逃稅影響稅收，無法持續增加公共支出，降低經濟成長率。 

從另一方面分析，有債務危機的國家，通常都是稅捐稽徵效率不彰，存在較

嚴重的逃漏稅情況，假如能改善這種情況，可能獲得較多的財政收入，儘快改善

財政赤字，縮短調整時間，減少財政危機所帶來的負面衝擊。 

財政融通體制改革就是原來可採用的融通財政方式，因為某種因素導致無法

持續，就僅能改變成另一種方式融通，此舉會影響原本的財政支出或稅率。本研

究關注的是公債危機發生，公債融通無法繼續，僅能由租稅融通獲得財政資源，

此議題與財政永續性有關。所謂財政永續性是指政府舉債不能妨礙政府經常門的

支出。有不少文獻注意公共債務的狀況對財政政策永續性有重要性的影響。Ramey 

and Ramey (1995)、Aghion and Kharroubi (2007)、Woo (2009) 著眼於執行財政政

策需要有財政支持，他們認為政府負債過大，可能無法承擔採用擴張性財政政策

所需的資源而受限，以致無法達成消除景氣循環目標，甚至可能發生債務危機而

導致更高的波動性，傷害經濟成長。Hausmann and Panizza (2011)、De Grauwe (2011) 

進一步認為政府執行消除景氣循環的財政能力不僅需視公共債務水準，更有可能

由公共債務的結構決定。 

自從 Barro (1990) 提出公共支出的內生成長理論之後引發相關議題的發展，

有不少探討發行公債融通公共支出所產生經濟成長效果的文獻。其中，有幾篇關

注公債融通法則使得財政具有永續性的相關文獻值得注意。Chalk (2000) 利用世

代重疊模型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證明只要期初公債不要太大，政府還

是可以使用初級赤字(primary deficits)，可保持財政的永續性。Bräuninger (2005) 使

用 AK 內生成長世代重疊模型，證明政府維持政府支出占 GDP 比率和預算赤字

占 GDP 比率為固定的財政法則，透過稅率的內生調整，只要期初債務-資本比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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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某個門檻，就會有一個穩定的長期均衡成長，然而該文發現：增加赤字率會降

低了經濟成長率。這兩篇文章都僅侷限於政府消費性支出的融通。 

不同於這兩篇文章，Yakita (2008) 考慮了公共生產性支出所形成的公共資本，

假設公共資本-GDP 比和公共投資的公共債務融資比例保持不變，而透過稅率調

整，可以滿足政府預算限制式。該文發現在赤字融通政策能存續的情況下，設定

起初公債的門檻值，而此門檻值尚可隨公共資本存量增加；只要期初公債存量低

於門檻值以下，政府就能維持赤字融通政策。 

為了避免債務危機，追求財政永續是必要的，在這個基礎上再探討發行公債

支持財政政策的成長效果，才是真正的永續成長。Greiner and Semmler (2000) 和

Ghosh and Mourmouras (2004) 認為可發行公債融通的是生產性的公共支出，因為

它們可以累積成公共資本，產生一系列收入，日後靠此能清償債務，使財政具有

永續性；相對的，若政府計畫增加的是消費性公共支出，就不能以舉債融通這樣

的支出，需向人民課稅取得財政資源，因為消費性的公共支出不具生產力，以舉

債支應是無法清償債務，最後還是要靠課稅清償才能解決，與其如此，不如就不

要透過發債融通，而直接採用課稅融通，這樣的法則稱為公共財政融通黃金法則

(golden rule of public finance)。根據該規定，發債借款僅能用於公共投資。在這種

情況下，Greiner and Semmler (2000) 認為融通公共投資程度不一定對經濟成長率

有正向影響，若放寬債息也可融通的政策，較高的負債可以刺激經濟成長。然而，

他們的結論，有學者發現他們忽略了公債累積過程中的可持續性，例如：公債累

積須符合終端條件(transversality condition) ，排除以債養債的Ponzi game 的情況。

Minea and Villieu (2010) 證明 Greiner and Semmler (2000) 文中命題 1 提到的提高

公共投資的赤字融通程度有利於經濟成長率違反 Non-Ponzi game 應排除，因此

可確定是公共投資的赤字融通程度是不利於經濟成長率。 

Greiner 後續的研究，仍以上述文獻為基礎繼續擴充，在某些情況下，獲得不

同的結果。例如: Greiner（2011, 2013），兩篇文章對照後發現：債務對經濟成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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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可由經濟體系中是否存在僵固性 (rigidity) 決定。Greiner (2011) 在一個工資

不具有僵固性、勞動供給內生化的內生成長模型中發現：公共債務對勞動供給、

投資和經濟成長均產生負面影響；反之，Greiner (2013) 在一個因為工資具有僵固

性而存在失業的內生成長模型發現：公共債務是中性的，不會影響經濟成長率；

若在此時使用公共債務融通公共投資，提高了公共資本的邊際生產力，有可能對

經濟成長產生正向效果。 

另外，Moraga F. J. and J. Vidal, (2010) 提出不同的財政永續性法則，那就是

使用舉債融通教育支出，而教育支出可形成人力資本，成為經濟成長的動力；該

文建構具有人力資本的內生成長世代重疊模型，證明這樣的財政法則可保證財政

具有永續性，避免在調整過程中可能因為財政調整所導致的傷害，且有正向的經

濟成長。 

從這些文獻的結果，若想要保有財政永續性，我們可以歸納出幾點：一是舉

債融通的公共支出須是具生產性質，其可以累積公共資本或人力資本，在未來能

產生收入，成為償債的收入來源；二是舉債融通消費性的公共支出，不能因此產

生太大的債務累積，而且需要在期初保有較多的資產作支撐，負債成長的速度不

能大於資產成長的速度，這樣就能維持財政的永續性。 

上述文獻都假設納稅人誠實報稅，政府的租稅政策可以完全課到稅捐，能將

稅捐完全投入到公共基礎建設。這個假設跟現實狀況有些出入，有些納稅人不會

誠實報稅，假如考慮到逃稅行為，有可能影響國家稅收和公共支出，而影響經濟

成長。 

Roubini and Sala-i-Martin (1995) 對逃稅行為和經濟成長相關議題做出分析，

該文假設逃稅和稅率之間存在正相關，發現金融壓抑會產生高逃稅程度和壓低經

濟成長。Lin and Yang (2001) 修改具有逃稅行為的投資組合選擇模型，由靜態模

型延伸成動態模型，結果發現：沒有逃稅的行為下，稅率提高不利經濟成長；若

有逃稅行為，則經濟成長率和稅率關係呈現 U 型。然而，他們假設政府提供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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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財和基礎設施不影響私部門的生產力，而忽略了公共財生產外部性。Chen (2003) 

將共支出的生產外部性引入，使共支出進入生產函數，並考慮逃稅行為，公共支

出由所得稅融通。該文中，消費者決定最適逃稅程度，政府決定最適稅率、稅務

審計費用和抓到逃稅罰款。該文與 Barro (1990) 的自然效率條件比較，該文證明，

政府必須將稅率設置在公共支出外部性程度之上，不同於 Barro (1990)。

Dzhumashev and Gahramanov (2010) 結合標準內生成長模型和稅收調整到動態投

資組合模型，結果發現逃稅率與公共支出外部性成正比，結論符合 Barro (1990) 

的自然效率條件。Kafkalas et. al. (2014) 採用具有租稅逃避行為的內生成長模型，

分析政府對法定稅率的決定和採用合規性審計監督稅收對經濟成長率的影響。該

文沿用 Roubini and Sala-i-Martin (1995) 的理論框架，將逃稅率設定成法定稅率的

增函數，以及稅收監控的減函數。該文並假設稅收收入分配在稅收監控和公共資

本形成之間，兩種支出都占總稅收收入的固定不變份額。透過這種方式，使 Barro 

(1990) 的自然效率條件得到滿足，結果獲得有效稅率等於公共支出的產出彈性，

確認 Barro (1990) 的主張。洪福聲 (2015) 建立一個具有金融雙元體系的內生成

長模型，探討政府的最適逃漏稅稽查政策。模型中，非正式金融體系所獲得的資

本所得可以逃漏稅，而由正式金融體系所獲得的資本所得無法逃漏稅。該文發現

開發中國家應適度的允許資本逃漏稅，而已開發國家政府應致力減少逃漏稅。 

以上文獻沒有探討逃稅行為是否會影響公債融通系統的永續性，甚至延伸至

是否危及財政永續性的影響。本研究延續文獻發展的脈絡，首先，我們所要探討

的是逃稅行為在公債融通的財政預算的系統的影響。接著，我們想得知逃稅程度

是否會影響公債融通的財政預算的系統在經濟成長的成效？最後，假如逃稅行為

會影響公債融通的財政預算的系統的永續性，那麼，改善逃漏稅程度政策是否能

減少體制改革調整過程中負面的影響？ 

三、 模型設定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跟現存的經濟文獻一樣，先建立理論模型，區分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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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的公共財政融通體制，分別求解長期均衡，然後求出比較靜態分析結果和體

系的動態調整系統，接著探討公共財政融通體制變動前後的動態調整路徑與經濟

成長率的變化，最後做出解釋，賦予政策意涵。本研究著重於逃稅、財政融通體

制改革與經濟成長之間的關係，因此採用現存的內生成長模型進行擴充，除了考

慮政府對家計單位課徵所得稅和發行公債融通公共支出外，還考慮家計單位逃稅

行為。假設經濟體系有兩個部門：家計部門和政府。以下是家計部門和政府行為

設定： 

 3.1 家計單位 

家計單位使用生產要素生產商品，滿足自身的需求。首先家計單位商所面對

的限制是生產技術，我們以生產函數描述其生產技術，根據 Barro (1990)、Chen 

(2003) 的設定，生產函數設定為 

1=y Ak g   ,                                ( 1 ) 

式中， y 為產出水準， A為技術參數，k 為資本存量， g 為生產性政府支出。η 為

資本份額。生產性公共支出進入生產函數是因為政府提供公共基礎設施有助民間

部門的生產，因此這類的公共支出被稱為生產性公共支出進到生產函數。假設家

計部門對經濟變數具有完全預知 (perfect foresight) 的能力，他們追求終生效用極

大，其目標函數可以設定為： 

1

0

1
exp( )

1

c
W t dt






 
 

 ,   0    ,   > 0 .                     ( 2 ) 

W 為終生效用，c為消費，相對風險規避係數，為時間折現率， t 為時間。家

計部門將儲蓄完全配置於投資和公債，而投資會增加資本存量，公債可獲得債息；

政府從事公共建設需要財源，用之於民須取自於民，因此政府對家計單位所得課

徵線性所得稅；家計單位針對政府所得稅制會有謊報所得而規避租稅，但是謊報

所得是需要支付額外的交易成本，而且謊報所得被抓到，除了補繳稅額外，政府

會對逃稅行予以處罰。根據這些假設，家計單位的預算限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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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 [ (1 ) ]b k y rb y h y p s y c              ,             ( 3 ) 

式中， 為稅率，b為公債變動量，k為資本變動量，b為公債量，r為利率，β 為

誠實報稅比例，p為被政府查到逃稅的機率，s >1，是抓到逃稅的懲罰率， 2
0 (1 )h 

是每單位所得的逃稅交易成本函數，這是依循 Chen (2003)的設定。等號右邊第一

項和第二項為家計單位產出所得和債息所得；第三項為誠實申報所得所繳的稅；

第四項為逃稅所要花費的交易成本；第五項為逃稅可能被抓，所要補繳稅款並加

上罰款。式(3) 可以整理成 

2
0[1 (1 ) (1 ) ]b k h ps y rb c             ,  

  (1 )E y rb c                                    ( 4 ) 

式中 2
0[1 (1 )(1 )] (1 )E sp h         ，為考量逃稅行為後的有效稅率，這是 Chen 

(2003) 的定義(p.385 , 式 (3))。家計單位所追求的是在預算限制下，選擇消費和

儲蓄來追求終生效用極大。這個問題的求解，通常是設立現值的 Hamiltonian 函

數： 

1
11

[(1 ) ]
1 E

c
H Ak g rb c


  






    


                      ( 5 ) 

式中是以效用表示的實質財富價格。然後，由式 (5) 可推得最適的一階條件，

除了式 (3) 外，其餘為： 

0
H

c
c

 
  


,                                     ( 6 ) 

   1
01 2 (1 ) 0

H
sp h Ak g   




     


 ,                     ( 7 ) 

H
r

b
  

   


  ,                                   ( 8 ) 

 1 1(1 )E

H
Ak g

k
      

    


 ,                    ( 9 ) 

式 (6) 取自然對數，代入式 (9) 獲得 

1 11
(1 )E

c
Ak g

c
   

 
   


,                           (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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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6) 表示選擇消費的最適化條件，整理後可得消費的邊際效用等於實質財富的

影子價格。式 (7) 選擇誠實申報所得比例的最適化條件，整理後得到等號右邊中

括號第一項等於第二項，意義為逃稅的邊際利益等於邊際成本。式 (8)、(9) 分別

選擇公債和資本的最適化條件，整理後得到利率等於資本的邊際報酬，這隱含：

持有公債和資本是相互替代的儲蓄工具，最適的資產組合正好是符合持有公債和

資本的邊際報酬相同。式 (10) 是由式 (6) 和式 (9) 整理而來，即為著名的

Keynes- Ramsey 法則，消費的跨時調整決定於持有機器設備的稅後報酬與代表性

個人的時間偏好率的差距。此外，為了保證代表性個人的跨期預算限制式能夠滿

足，必須加上限制存量價值， 資產 k b 必須符合以下的終端條件：     

    lim ( )exp( ) 0t t t
t

k b t 


    ,                                   (11) 

式 (11) 是避免體系發散無解必須成立的條件，其表示一個追求終生效用極大的

個體，在終點時，以效用表示的資產現值必須等於零。 

以上是公共財政融通體制變動前的家計行為；當公共財政融通體制變動後，

政府不再發行公債，因此家計單位無法累積公債，持有的債券也無法獲得債息，

家計單位的預算限制式變成 

2
0[1 (1 ) (1 ) ]k h ps y c           ,                        ( 1 2 ) 

家計單位追求終生效用極大，選擇消費、誠實申報所得比例和資本的最適化一階

條件，除了式 (12) 外，其餘為： 

* 0
H

c
c

 
  


,                                     ( 1 3 ) 

   1
0* 1 2 (1 ) 0

H
sp h Ak g   




     


 ,                     (14) 

 1 1* (1 ) ) * *E

H
Ak g

k
      

    


 ,                    ( 1 5 ) 

式中 * 是體制改革後以效用表示的實質財富價格。式 (13)、(14)、(15) 分別為

選擇 c、𝛽和 k 的最適化條件，其意涵和式 (6)、(7) 和 (9) 相同。需要注意的

是：由於政府不再發行公債，公債的供給中斷，家計單位無法增加持有公債，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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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資本和公債的套利條件在公共財政融通體制變動後就不存在。 

3.2 政府的行為 

政府的預算限制在財政融通體制改革前後有些不一樣，體制改革前可以發行

公債融通財政赤字，體制改革後就無法發行公債。假定財政融通體制改革前政府

財政支出除了生產性公共支出 ( g ) 和債息 ( rb )外，還需花在查緝逃稅衍生的

成本 0f py ，政府預期收到的稅收為[ (1 ) ]ps y    ，在因此體制改革前的政府

預算限制為 

0 [ (1 ) ]b rb g f py ps y         ,                             (16) 

體制改革後就無法發行公債，也付不出債息；據此，體制改革後的政府預算限制

為 

0 [ (1 ) ]g f py ps y       ,                                  (17) 

假定政府支出是所得某一比例，本文稱為公共支出規模，即 

g y                                                       (18) 

在體制改革前，因為政府可以發行公債，允許政府可以有預算赤字，因此本文假

定 是模型外生變數；體制改革後，政府無法發行公債，政府必須保持預算平衡，

 就成為模型內生變數。敘述了家計單位和政府的行為後，接著就需說明經濟體

系資源限制。 

3.3 經濟體系資源限制式 

家計單位預算限制式和政府預算限制式合併，就能獲得經濟體系資源限制

式。由於財政融通體制改革前後的家計單位預算限制式和政府預算限制式是不

同，因此有可能會對應不同的經濟體系資源限制式。將式 (16) 代入 式 (4) 以

及式 (17) 代入式 (12) 獲得相同經濟體系資源限制式，即： 

2
0 0[1 (1 ) ]k h f p y c g       .                           (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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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式說明經濟社會的資本新增的累積等於產出減去逃稅產生的交易成本與政府稽

查逃漏稅所產生產出損耗，再減掉消費和生產性公共支出。由於社會資源限制式

是民眾預算限制式與政府的預算限制式的加總，因而三者中只要任何二者成立，

則第三者必然成立，故分析時只處裡其中兩條限制式即可。 

四、體制改革前後長期均衡 

4.1 推導總體經濟模型 

財政融通體制改革前，由式 (7) 可獲得長期均衡誠實申報比例為 

0

(1 )
1

2

sp

h

 
   ,                                              (20) 

式 (20) 顯示 sp<1 且 2h0 >(1-sp)會有一個正的小於 1 的誠實申報比例。當 1s p 

使得 =1，這種情況成為完全誠實報稅；當 2h0 =(1-sp)使得  =0，這種情況就成

為完全逃稅。此外，該式顯示有四個影響誠實申報比例因素：一，較高的處罰率，

會有較高的誠實申報比例；二，逃稅被抓機率提高，會提高誠實申報比例；三，

逃稅的交易成本提高，會提高誠實申報比例；四，稅率變高，就會有較低的誠實

申報比例。探究其理由：較高的處罰率、逃稅的被抓機率和逃稅的交易成本等三

因素會產生較高逃稅成本，因此會有較高誠實申報比例；較高的所得稅率會產生

較高逃稅利益，因此會引誘較高逃稅程度。 

由於此模型為內生成長模型，模型的內生變數在長期均衡時有固定成長趨勢，

無法直接求得恆定值 (stationary value)，因此需要相互平減才能消除成長趨勢，而

求得均衡解。本研究仿照內生成長文獻，例如：Lai and Liao (2012) 的作法，先定

義轉換變數 /X c k 、 /B b y 。由於財政體制改革前後，公債融通財政由可執行

變成無法執行，因此決定長期均衡的系統和動態調整系統在財政融通體制改革前

後是有所不同。財政融通體制改革前的動態調整系統是由以下幾條方程式所構成。 

從式 (10)、(18)、(20) 獲得消費成長率的動態調整方程式為 

 2 1 1

0

(1 )
1

4

spc
A

c h


   

 

      
  


 ,                        (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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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 (8)、(9)、(16)、(18)、(20) 獲得公債成長率的動態調整方程式為 

1 12 2
1

0
0 0

[ (1 )] [ (1 )]
1

4 2

b sp sp
A f p B

b h h


      


    

         
   


 ,      ( 2 2 ) 

由式 (1)、(18)、(19)、(20) 可獲得資本成長率動態調整方程式為 

 2 1 1

0
0

(1 )
1

4

spk
f p A X

k h


 

 
 

     
  


 ,                        (23) 

由生產函數與公共支出方程式，可以得出產出成長率動態調整方程式為 

 2 1 1

0
0

(1 )
1

4

spy k
f p A X

y k h


 

 
 

      
  


 .                    (24 ) 

以上方程式構成體制改革前的總體經濟動態調整體系。 

財政融通體制改革後，政府不能發行公債融通赤字，此時，生產性公共支出

會由模型均衡條件所決定。總體經濟長期均衡由以下方程式所決定：從式 (13)、 

(15)、(20) 獲得消費成長率的動態調整方程式為 

 2 1 1

0

(1 )
1

4

spc
A

c h


   

 

      
  


 ,                         ( 2 5 ) 

由式 (18)、(19)、(20) 可獲得資本成長率動態調整方程式為 

 2 1 1

0
0

(1 )
1

4

spk
f p A X

k h


 

 
 

     
  


                      ( 2 6 ) 

由式 (17)、(18)、(20) 可獲得政府預算限制式 

2 2

0
0

(1 )

2

sp
f p

h

  
                                   ( 2 7 ) 

4.2 求解長期均衡解 

接下來步驟是要解出體系的長期均衡。求解的變數是公債-產出比 ( X ) 和消

費-資本比 ( B ) 之後，才能進一步獲得均衡的經濟成長率；按照內生成長文獻的

處理，將式 (21) 和式 (23) 相減，式 (22) 和式 (24) 相減，就能獲得 X 和B的動

態調整方程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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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0
0 0

(1 ) (1 )
1 1

4 4

sp spX
f p A X

X h h


     

 

                  
       


 ,    ( 2 8 ) 

1 12

0
0

[ (1 )]
(1 ) (1 ) 1

4

B sp
f p A

B h


     

 
       
 


 

2
1

0
0

[ (1 )]

2

sp
f p B X

h

   
     
 

                           (29) 

當長期均衡達成時， 0X B   ，將此條件代入式 (28)、(29) 後聯立求解，就能獲

得長期均衡消費-資本比和公債-產出比，其為： 

   22 1 1

0
0 0

(1 )(1 )ˆ = 1 1
4 4

spsp
X f p A

h h


    

 

              
       

          (30) 

 

2

0
0

2 1 1

0

[ (1 )]

2ˆ
(1 )(1 ) (1 )

(1 )( )
4

sp
f p

h
B

sp
A

h


 

 

     
  



 
   

 
        
    

                (31) 

我們關注的是：公共支出規模提高後對長期均衡公債-產出比的影響，因為均衡公

債-產出比是否繼續實行赤字預算重要指標。通常會發生財政危機的國家，在舉債

刺激產出不如預期效果，從產出獲得的財政收入無法償還公債與債息，因此發生

財政危機，故此，財政規模增加而使長期均衡公債-產出比上升，會讓民眾對政府

財政失去信心，容易產生財政危機。從式 (31) 發現 ω 出現在分子和分母，因此

提高公債規模，無法判定對長期均衡公債-產出比的影響。 

接著，均衡成長率的求解就是將長期均衡消費-資本比和公債-產出比代入式 

(21)、(22)、(23)、(24) 任何一條方程式得到 

 2 1 1

0

(1 )
1

4

sp
A

h


     

 

        
   

  .                        (32) 

從均衡經濟成長率方程式的內容推論，稅率提高對經濟成長率影響方向是不確定，

因為提高所得稅率有兩種效果相左。第一會直接降低資本邊際報酬而妨害經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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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率；第二，式 (32) 等號右邊大括號中第三項是正的，該項顯示逃稅程度；當稅

率提高，會使逃稅程度提高，而抵銷租稅對資本邊際報酬不利的程度，對經濟成

長率產生正向的影響。另一方面，公共支出規模提高，會促進經濟成長，這是因

為公共支出規模提高會增加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對經濟成長率產生正向的影響。

從式 (32) 等號右邊大括號發現允許舉債融通公共支出，若有逃稅行為，可以提高

較大的經濟成長；比較兩個極端的例子： 1sp  的完全誠實報稅與 2h0 =(1-sp)的完

全逃稅的情況代入式 (32)，就能獲得完全誠實報稅的經濟成長率低於完全逃稅時

的經濟成長率，顯示逃稅會抵銷租稅對資本邊際報酬不利的程度，對經濟成長率

產生正向的影響。 

接著探討財政融通體制改革後的長期均衡。體制改革後政府不能發行公債融

通赤字，財政收支就必須調整。政府有兩種選擇，一是放棄生產性公共支出的選

擇，改由經濟體系內生決定；二是放棄稅率的選擇，改由經濟體系內生決定。另

外，由於新公債不再發行，公債交易就不再發生，也無法負擔債息。本文著眼於

生產性公共支出改變的結果，據此，長期均衡的求解過程為：由式 (14) 獲得長

期均衡誠實申報比例與式 (28) 相同。從式 (17)可獲得均衡 ω 

2 2

0
0

(1 )

2

sp
f p

h

 
 

   
 

                                      (33) 

將式 (32) 代入式 (25) 可得均衡成長率為 

 
1

2 12 2

0
0 0

(1 ) (1 )
1

4 2

sp sp
f p A

h h




    
 


           

   
  ,           (34) 

比起式 (31) ，式 (33) 的均衡經濟成長率方程式的內容稍微複雜，稅率提高對經

濟成長率影響是不確定，比式 (31) 多出了生產性公共支出規模變動效果，此時逃

稅就會透過這個效果，負面影響經濟成長率；這是因為不能發行公債，所以隨時

要保持政府預算平衡，逃稅會減少財政收入而降低公共支出規模，不力經濟成長，

就不同財政融通體制改革錢的效果。接著，將式 (32) 代入式 (25) 和式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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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兩式相等，就能獲得長期均衡 X ， 

 
1

21 2 2

0
0 0

(1 )(1 ) (1 )
1 (1 )

4 2

sp sp
X A f p

h h




      
  


    

          
    

   (35) 

4.3 分析財政融通體制改革前後的動態系統 

不同的財政融通方式，會使經濟體系產生不同的動態調整方式，因此需要針

對不同財政融通體制推導體系動態調整方程式的特性根，分析動態調整系統的安

定條件。首先針對財政融通體制改革前求出動態的系統的特性根，步驟為：先對

式 (29)、(30) 做泰勒線性展開，求取特徵矩陣，獲得特性根。根據定義， /X c k ，

因為 c為控制變數的緣故而使 X 成跳躍變數； /B b y ，因為b和 y 的緣故而使b

成為緩慢調整變數。在理性預期文獻中，例如：Burmeister (1980)、Buiter (1984)、 

Turnovsky (1995) ，他們主張：假如特性根中的正根數目等於跳躍變數的數目，則

存在唯一完全預期 ( perfect foresight ) 均衡解。據此，本文模型若要有一個完全

預期均衡解，特性根必須為一正根、一負根；此外，B可為正，亦可為負；若為

正表示政府為債務人，若為負則是債權人；本研究的目標是討論政府負債的影響，

因此需要侷限B為正的情況。 

對式 (28) 、(29) 做泰勒線性展開，求解出特性根為 

1
ˆq X                                                        (36) 

2
1

2 0
0

[ (1 )] ˆ
2

sp
q f p B

h

   
    
 

                                (37) 

根據理性預期文獻主張，特性根必須為一正根、一負根，則式 (36) 必須為負，

因此稅率須符合 2
0 0{[ (1 )] / 2 }sp h f p      。 

接著，針對財政融通體制改革後求出動態的系統的特性根，分為生產性的公

共支出規模為內生邊變數和所得稅率為內生變數兩種不同的動態體系。首先，假

如生產性的公共支出規模為內生變數，分析步驟為：先對式 (25)、(26) 相減，並

將式 (33) 代入，獲得體系的動態調整體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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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 * *

0
0 0

(1 ) (1 )
1 1

4 4

sp spX g g
f p A X

X h h k k


  

 

                                              


, 

(38) 

然後計算特性根 *s 為 

* 0q X                                                       (39) 

在唯一完全預期均衡解條件的考量下，特性根中的正根數目須等於跳躍變數；由

於 X 為跳躍變數，因此符合條件。 

4.4 經濟體系長期均衡在不同財政預算體制下的關連 

本研究所要探討的故事情節是：當政府為拯救經濟衰退，採用舉債融通方式

增加財政支出規模；倘若財政支出外部效果 (1-η) 不夠強大，致使公債-產出比

例提高，公債累積程度高於產出成長程度，民眾對於公債不具信心，政府就無法

發行公債，無法繼續支持擴張的財政政策；據此，一旦公債產出比例上升超過民

眾預期上限，無法再用發行公債解決財政赤字問題，就須改變原先的財政支出或

提高稅率，藉此維持預算平衡。這種改變原先的財政支出或提高稅率，都是有違

當初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稱為財政政策體制改革。本文關心的是：在這樣財政融

通體制改革的過程中，經濟成長率如何改變？逃稅行為在這過程扮演角色為何？

防止逃稅政策是否在此過程中產生正面效果？這都需要比較兩種不同體制所在的

長期均衡差異。此外，在探討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必須要掌握兩種不同體制所在

的長期均衡有何關聯，才能得知體制改革後，經濟體系的動態調整的最終所在。

在上一個步驟節求解兩種財政預算體制的長期均衡，都有長期均衡 X ；不同的是

公共支出規模在體制改革前是外生變數，體制改革後是內生，由平衡預算所決定。

假如兩者在相同的公共支出規模，所決定出來的長期均衡的 X 相同；然而，體制

改革前公共支出規模不受限於財政預算平衡，政府為了追求產出成長率，可以透

過公債融通方式，有較高的公共支出規模；一旦發生財政危機，政府無法發行公

債，也支付不出債息，政府的預算就受限於能收到的租稅，這時公共支出規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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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平衡預算所決定。比較式 (30) 和式 (35) 得知，體制改革前的長期均衡優於體

制改革後的長期均衡；比較式 (32) 與 式 (34) 得知，體制改革前的經濟成長率

優於體制改革後的經濟成長率。 

體制改革後，新公債無法發行，公共支出規模就受限於平衡預算，而公共支

出規模是經濟成長動力來源，因此稅收大小就會影響經濟成長率；從式 (34) 得

知：雖然逃稅會減輕租稅對資本的邊際生產力的傷害，有利於經濟成長率，但是

逃稅不利稅收，而縮減公共支出規模，不利經濟成長率。因此政府提高抓到逃稅

的懲罰率，減少逃稅程度，增加稅收，可以提高公共支出規模，能減緩體制改革

後對經濟成長不利的效果。 

4.5 推論財政融通體制改革過程調整路徑 

由於體制改革後的長期均衡是經濟體系最終的位置所在，該體系的動態調整

是一正根搭配一個跳躍變數，屬全面不安定動態調整型態。當體制改革發生，原

先的長期均衡已經不是體制改革後的長期均衡，在全面不安定動態調整系統中，

唯有體制改革後的長期均衡才是能長期停留的點，其餘的點都會發散出去；因此

體制改革發生，經濟體系會馬上調整到新的均衡點，經濟成長率會馬上下降到體

制改革後的長期均衡點。 

五、結論 

本研究的目的是將逃稅行為加入具有公債的內生成長模型，採用體制改革分

析方法，分析政府的財政融通體制改革導致財政政策崩潰對總體經濟的影響。假

定財政當局有財政赤字困擾的情況，債務不斷的增加到達公債危機產生，此時政

府當局喪失債務信用，出現債務違約行為，就無法發行新債融通預算赤字，也無

法償付債息；此時就需要改變財政融通方式，藉著降低財政支出解決預算赤字。

這種融通預算方式的改變，使經濟體系發生動態調整而有重大的改變；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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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的是逃稅行為是否會使體制改革經濟成長變得更惡化，以及懲罰逃稅政策是

否能減輕財政融通體制改革負面影響。 

首先，研究發現舉債支持公共支出規模擴張，逃稅行為會更加促進經濟成長。

這是因為逃稅行為會減緩租稅對資本邊際生產力不利的影響，而公共支出規模由

舉債支應，不必受限稅收，而不被逃稅程度影響。第二，研究發現體制改革後，

新公債無法發行，公共支出規模就受限於平衡預算，而公共支出規模是經濟成長

動力來源，因此稅收大小就會影響經濟成長率；雖然逃稅會減輕租稅對資本的邊

際生產力的傷害，有利於經濟成長率，但是逃稅不利稅收，而縮減公共支出規模，

不利經濟成長率，逃稅程度對經濟成長率的影響有可能弊大於利，一旦如此，政

府提高抓到逃稅的懲罰率，減少逃稅程度，增加稅收，可以提高公共支出規模，

能減緩體制改革後對經濟成長不利的效果。第三，因為體制改革後的動態體系是

全面不安定型態，一旦發生體制改革，經濟體系會馬上跳動新均衡，經濟成長率

調整也是瞬間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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